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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事件中官员问责的结果差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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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2007—2017年发生的22个环境污染事件中203名官员的问责结果,从问责主

体、问责客体、问责事由三个维度出发,用Ordinal有序回归分析了影响官员问责严厉程度的主要

因素。研究发现,官员的责任类型是决定官员问责结果的关键因素,职位等级、介入的政府层级和

环境污染事件严重程度对官员问责结果影响显著,舆论压力与问责结果有一定相关性但对问责结

果的影响却并不显著。分析表明,我国环境污染事件官员问责的实施总体上比较规范,但是依然

存在一些问题,如环境问责法律法规中责任类型界定不明晰、对高层官员的问责力度过小、地方政

府环境问责力度欠缺等。因此应进一步加强官员问责制度建设,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问责的

指导和监督,并使社会问责制度化,从而推进我国环境问责向法治化、常态化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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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Differences of Public Officials
AccountabilityinEnvironmentalPollution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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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ontheaccountabilityresultsof203publicofficialswhowereheld
accountablein22environmentalpollutioneventsduring2007-2017,thispaper
analyzesthemainfactorsthataffecttheseverityofofficialsaccountabilityfromthe
threedimensionsofaccountabilitysubject,accountabilityobjectandaccountability
reasonsbyusingOrdinallogisticregression method.Theresearchshowsthat
officialliabilitytypeisthekeyfactorindeterminingtheofficialaccountability;the
rankofposition,theinvolvementofthegovernmentrank,andtheseverityof
environmentalpollutioneventhaveasignificantimpactontheaccountabilityof
officials;thepressureofpublicopinionisrelatedtotheresultsofaccountabilitybut
itsimpactisnotsignificant.Theanalysisshowsthattheimplementationof
accountabilityofofficialsofenvironmentalpollutioneventsinChinaisingeneral
relativelymorestandardized,buttherearestillsomeproblems,suchastheunclear
definitionofdifferenttypesofliabilityinenvironmentalaccountabilitylawsand
regulations,weakaccountabilitytothehigh-levelofficials,andthelackoflocal
governmentenvironmentalaccountability,etc.Therefore,itisimportantto
furtherstrengthentheofficialsaccountabilitysystem,enhancetheguidanceand
supervisionofthecentralgovernmentontheaccountabilityoflocalgovernments,
andinstitutionalizesocialaccountabilitytopromotethetransformationofChina’s
environmentalaccountabilityintoaruleoflawandnorm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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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成就,但生态环境的恶化与经济发展的矛盾

极大影响了当前社会的和谐和稳定。环境污染事

件的频繁发生促使党中央加大了惩处力度,掀起

了“环境问责”的风暴。新《环境保护法》针对政府

官员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不作为、乱作为行为规定

了相应的问责形式。《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

害责任追究办法》强调“显性责任即时惩戒,隐性

责任终身追究”,这标志着我国环境问责逐渐步入

实质阶段。从2015年12月起,有“环保钦差”之
称的中央环保督察组开始在全国多地入驻,至今

已经问责了数万人。在这些被问责的官员中,官
员行政级别(从“高层”到“基层”)、问责形式(从
“警告”到“开除”)均出现了很大的差异性。

理想的情景是:问责实践遵循法律约定,让相

同的违法违规行为都受到相同的处罚和问责,从
而保证公平和正义。但在现实中,法律无法穷尽

所有具体的违法违规情形而制定相应的问责方

式,这使得问责的实施在实践中受到多重因素的

影响。在现有的情景中,导致环境问责结果的影

响因素究竟是什么? 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问责结

果的? 这是本文想要探讨的关键问题。

一、文献回顾与理论框架

问责有三大要素,“谁来问责”“对谁问责”“对
什么问责”,这所对应的就是问责主体、问责客体

和问责事由。本文在梳理文献后发现,问责的影

响因素基本围绕以上三个维度展开,但不足之处

在于:一是在问责影响因素方面,学界多基于网络

媒体、被问责政府及人员的层级、事件的严重程度

等“单一”的影响因素展开讨论,较为碎片化,无法

对各个影响因素的作用程度进行比较;二是在问

责严厉程度因变量设置方面,有些学者根据是否

被问责[12]、是否有副处级和副厅 级 以 上 被 问

责[1]、问责频次[3]方面对官员问责结果进行了分

析,但是还存在分类不细致,问责结果种类涵盖不

全面[4]等问题。因此,本文拟在已有研究基础上,
从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事由三个维度建立一

个环境污染事件的问责影响因素分析框架,然后

进一步完善问责严厉程度这一目标变量,以进一

步推动对官员问责的研究。

1.问责主体

问责主体即由谁来发起环境问责。我们根据

问责的主体和客体是否来自党政系统,把问责主

体分为内部问责(同体问责)和外部问责(异体问

责)[5]。
(1)内部问责主体。在我国,体制内的环境

问责主体是指党政系统中各级党组织和行政机关

的组织人事部门、纪检监察机关、审计部门以及专

门的问责机构(如中央环保督查组)。在中国的行

政问责运行实践中,若问责发起者是来自高层的

领导,往往问责调查过程用时较短,处理较为迅

速,处理结果非常严厉[6],这侧面说明了问责主体

的行政级别影响了惩处力度。同时,我国“上下分

治”的治理格局导致中央对地方层级的各项工作

有较大话语权[7],因此中央政府问责的态度会直

接影响到地方政府环境问责的力度,中央问责的

态度越坚决,对环境污染事件中涉事官员的惩处

强度就越大。因此,本文将从介入的政府层级和

中央问责力度两个指标衡量内部问责主体对问责

结果的影响。
(2)外部问责主体。外部问责主体包括人

大、民主党派、政协以及公民组织、媒体和公众等,
他们虽不能直接使政府官员受处分,但能形成一

种问责压力,推动体制内问责主体的监察、质询行

动。目前外部问责压力主要来自新闻评论、网络

舆论,有组织的公民集体行动和极端的“闹事者”
等[8]。当前很多重大安全事故的经验表明,媒体

的报道数量越多,对政府造成的舆论压力越大,就
越容易出现政治问责的情况[2]。同时,在“稳定压

倒一切”的环境下,“闹事者”的集体行动往往能够

引起政府的快速回应,推动对政府官员乱作为和

不作为的问责[9]。因此,本文从舆论压力和集体

行动来分析外部问责主体对官员问责结果的

影响。

2.问责客体

问责客体主要是涉及环境职能的政府机构以

及公职人员。环境污染事件中相同的违法违规行

为是否会得到相似的处罚,这有待进一步研究。
有学者发现,问责客体本身的行政级别可能会影

响官员的处罚程度[10]。每一个官员都有一定的

行政权力和影响力。官员行政级别越高、影响力

越大,可以动用的资源越多,一旦被问责,就可能

通过找替罪羊、瞒报信息、“走后门”等方式来减轻

甚至免除受罚,也可能出现因官员级别过高导致

难以插手调查的情况。曾有研究指出,在问责对

象群体中,决策权较小、执行责任越大的区县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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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是当代中国行政问责强度

的“分水岭”,在这个层级之上,问责风险较低,这
个层级及以下的组织成员则面临着较大的问责风

险[3]。但是,在一些公众关注度较高、后果比较严

重的安全性事件中,如果对一些高层官员高调问

责,更容易平息舆论压力。由此可见,被问责官员

的权力大小会对问责结果产生影响。本文运用职

位等级和党政职务两个指标来衡量被问责官员的

权力大小对问责结果的影响。

3.问责事由

问责事由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环境污染

事件的调查和追究;二是对相关责任人的追究。
在对事件的问责中,环境污染事件的产生原因、事
件类型、污染严重程度皆是环境问责的重要内容。
问责事件本身的严重程度才是决定问责幅度的关

键性因素[11]。有学者研究指出,危机事件的严重

程度会决定问责强度,危机事件越严重,问责的强

度就越大[12]。因此,环境污染事件越严重,问责

强度可能越大。在对责任人的问责上,就是将环

境责任落实到每一个政府官员身上,追究他们的

岗位责任,被问责官员所承担的责任不同,犯下的

罪责不同,其所受惩处会有所差别。但也有学者

指出,由于决策主体多元导致责任认定困难,我国

问责实践呈现出“重执行、轻决策”的特征[13]。由

此可见,责任类型也会对问责结果产生影响。在

问责事由方面,本文用环境污染事件的严重程度

和被问责者责任类型两个指标来分析问责结果的

影响因素。

二、研究设计

1.研究对象选取

本文在人民网、新华网、新京报、腾讯新闻和

网易新闻上搜集了2007—2017年环境污染事件

的新闻报道。由于大多数报道没有公开详实的官

员问责结果(仅公开“问责多少人”或“某某等人被

问责”),因此仅选取了公开问责结果的22个新闻

作为数据来源,合计被问责官员203人。

2.变量设计及描述

(1)因变量

问责会对当事人造成名誉、职权、经济、社会

地位等方面的利益减损,不同的问责结果会对当

事人带来程度不一的利益损害。本文将问责结果

作为因变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

工作条例》《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

办法》等法律法规和归纳的案例情况,结合问责对

当事人造成的利益减损程度,我们把问责结果分

为以下六类:一是轻微批评,包括诫勉谈话、诫勉

督导、书面检查。这些问责基本是上级对下级的

内部谈话或当事人的自我反省,一般不公开处理,
对当事人的利益影响几乎没有。二是轻微问责,
包括行政警告、党内警告、党内严重警告、通报批

评、行政记过、行政记大过。这些问责结果不仅仅

是问责组织对当事人的内部警告,很多时候会通

过媒体和政府网站对外公开处理结果,会对当事

人造成名誉上的减损,但是一般不会对官员的职

位职级和工资产生影响。三是中度问责,包括降

级、降职、停职。这些问责不仅会给当事人造成名

誉减损、工资福利的减少,还会导致当事人在一段

时期内职务级别降低以及权力减损或暂时停止

(比如一年内不得安排职务,两年内不得担任高于

原任职务层次的职务等)。四是严厉问责,包括免

职、引咎辞职、责令辞职、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

看。这些问责结果会在一段时间停止官员的职

务,不仅给当事人的名誉、权力带来了损害,还形

成了职位损害,但是还有复出的机会。五是不可

逆性问责,即开除公职和开除党籍(双开)。这种

问责结果给当事人造成不可逆的利益减损,被双

开的官员永远无法复出。六是司法问责。除了以

上问责结果,还存在一部分官员因涉嫌渎职、受贿

或者犯环境监管失职罪而移送司法机关处置。这

意味着官员不仅永远不能再官复原职,而且还要

承担法律上的严惩,这是最严厉的问责。本文把

以上问责结果按轻微至严厉依次编码为1~6。
需要说明的是,有少数案例出现了几种问责并行

处理的情况(比如免职和党内严重警告),本文编

码时以最严厉的处分结果为准,没有考虑并行问

责的情况。
(2)自变量

① 介入的政府层级。本文以介入的最高级

政府作为衡量指标,将之划分为“国家级(环保部、
中央环保督查组)”“省级”“市级(地级市)”“县级”
四个类别,分别编码“1~4”,此为定序变量。

② 中央问责力度。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

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也掀

起了全国上下新一轮的环境问责风暴。本文将中

央问责力度作为二分变量,以十八大作为时间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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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将十八大之前所发生的环境污染事件编码为

“0”,十八大之后的事件编码为“1”。

③ 集体行动。本文以环境污染事件中有无

集体行动作为衡量“闹事者”行为的指标,有集体

行动编码为“1”,无集体行动编码为“0”。

④ 舆论压力。百度搜索引擎是国内网民搜

索信息最主要的途径,百度词条数量就是各大新

闻网站、各大论坛平台中含有被搜索的关键词的

网页条数。本文将环境污染事件的百度词条数量

作为衡量舆论压力的指标,此为连续变量。为了

消除该变量进入方程产生挤压小数据的问题,本
文将对该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

⑤ 被问责者的职位等级。根据我国《公务员

法》的规定,本文将被问责者职位等级分为科级及

以下、处级、厅级、省部级、国级,此为定序变量,分
别编码为“1~5”。

⑥ 被问责者的党政职务。如果是党政正职

领导,所掌握的权力就更大,影响力就越强。因此

本文根据被问责官员是否是一把手来进行编码,
“是”则编码为“1”,“否”则编码为“0”。

⑦ 环境污染事件的严重程度。《中国环境统

计年鉴》按照环境污染事件的伤亡人数、经济损

失、污染严重程度、中毒人数等标准,将各污染事

件分为“特大”“重大”“较大”“一般”四个级别。由

于信息公开存在不完整性,案例中出现的“一般

性”环境污染事件较少,为了使统计分析结果更明

晰,本文将“较大”“一般”两类污染事件归为一类,
将各污染事件分为“特大”“重大”“较大及一般”,
分别编码“1~3”,此为定序变量。

⑧ 被问责者责任类型。根据《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并结合问责结果的文本情况,本文

把被问责者责任类型分为直接责任、主要领导责

任和重要领导责任,将此定义为定序变量,分别编

码“1~3”。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采用SPSS20.0统计软件对样本数据进

行统计处理。首先从被问责官员职位等级、问责

结果严厉程度、行政处分、党纪处分、司法处分的

分布情况对官员问责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利用

“频数”反映环境污染事件中官员问责的整体情

况;然后对官员问责结果严厉程度与各影响因素

进行相关性分析;最后,运用 Ordinal有序回归

分析环境污染事件中官员问责结果严厉程度的影

响因素。

1.描述性分析

(1)环境污染事件中被问责官员的职位等级

分布。被问责官员中科级及以下职务的官员占

53.7%、处级官员占30.5%、厅级官员占14.3%、
省部级官员占1.5%(主要是国企领导)。这说明

我国环境污染事件中基层官员被问责频率最高,
问责官员的分布类似于一个金字塔结构,数量最

多的基层官员在金字塔底,随着职级的上升,被问

责人数越来越少。
(2)环境污染事件中官员问责结果严厉程度

的分布。对官员问责进行轻微批评和轻微问责共

占39.8%,中度问责和严厉问责达44.8%。因受

贿或者犯环境监管失职罪被司法处分的问责占

15.4%,没有官员被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双开),
这说明我国环境问责的力度仍然有所保留。

(3)环境污染事件中行政处分结果分布。在

22个环境污染事件中有106名官员被行政处分,
主要形式为警告(17.9%)、记过(19.8%)、记大过

(24.5%)和 撤 职(28.3%),被 降 级 官 员 仅 占

9.4%,案例中没有官员被开除公职。
(4)环境污染事件中党纪处分结果分布。在

203名官员中共41名官员被党纪处分,其中频率

最高的是严重警告,占53.7%,其次是撤销党内

职务,占26.8%,另外留党察看和警告分别占

14.6%和4.9%,没有官员被开除党籍。被党纪

处分的官员数量偏少,其可能的原因是“党政

同责”没有实施到位亦或被问责官员并非都是

党员。
除此之外,在203位被问责官员中有40人被

免职,占比将近20%。根据《公务员法》,免职是

干部任免的正常人事变动方式,并不具有行政惩

戒性,但在实践中,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均把“免
职”规定为一种问责形式[14],赋予了其惩戒作用,
但实际上免职给官员造成的利益损害并不大。有

15.1%的官员因涉嫌环境监管失职罪、玩忽职守

罪、滥用职权和受贿等原因受到司法处分,这表明

司法问责在环境问责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

2.相关性分析

本文将环境问责影响因素分为环境污染事件

的整体因素和官员个人的因素,并分别对各影响

因素与问责严厉程度进行相关性分析(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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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相关性分析结果

变  量  类  型 问责严厉程度 近似Sig值

个人因素

被问责者职位等级 -0.315*** 0.000
被问责者责任类型 -0.781*** 0.000
被问责者党政职务 0.064 0.936

环境污染事件整体因素

介入的政府层级 -0.393*** 0.000
环境污染事件严重程度 -0.345*** 0.000
中央问责力度 0.159 0.264
集体行动 0.148 0.346
舆论压力 0.574 —

注:**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下同

  在官员个人的影响因素中,相关性分析结果

显著的因素有被问责者职位等级和被问责者责任

类型。第一,被问责者职位等级与其问责严厉程

度之间呈现出弱相关关系(相关性为-0.315),即
官员个人的职级越高,受到的问责结果可能越轻

微,但这种相关性较低,说明被问责官员的职级可

能会产生影响,但它并不是一个关键因素。第二,
被问责者责任类型与问责严厉程度之间的相关性

为-0.781,即直接责任人所受处分更重,相关性

强、显著度高说明责任类型是导致官员受该处分

的关键因素。被问责者党政职务与其问责严厉程

度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显著,说明问责结果与是否

是单位的一把手并无直接关系。
在环境污染事件整体因素中,相关性分析结

果显著的因素有介入的政府层级、环境污染事件

严重程度。第一,介入的政府层级与问责结果严

厉程度之间呈负相关。即上级政府越关注,官员

个人所受处分越严厉,但相关性(-0.393)不高,
说明上级政府关注度在一定程度上会使官员受到

严厉问责,但作用力度有限。第二,环境污染事件

严重性与问责严厉程度之间呈负相关,这说明环

境污 染 越 严 重,问 责 结 果 越 严 厉,但 相 关 性

(-0.345)不高,说明环境污染严重性并非决定问

责程度的关键因素。除此之外,百度词条数量和

官员问责结果严厉程度的相关性为0.574,这说

明舆论压力对问责结果也有一定影响。

3.回归分析

本文把环境污染事件中被问责官员的问责结

果设为因变量,按照利益减损的严重程度分成6
个等级,此为有序分类变量,因此采用Ordinal有

序回归法进行分析。回归模型通过参数检验和平

行线检验,具有统计学意义,回归结果见表2。

  ① SPSSOrdinal有序回归以变量的最高等级作为参照组。在该表中,因变量以司法问责(变量赋值6)作为参照组,由于无不可逆

性问责(变量赋值5)的情况,因此表中未显示这一级别的阀值(threshold)。
② 在本文所选取的22个环境污染事件中,无国家级官员受到问责,因此在Ordinal有序回归中以省部级官员作为参照组。

表2 环境污染事件中官员个人问责影响因素的Ordinal回归结果

变 量 名 称 变量赋值 系数 发生比 显著性

因变量:问责结果①

轻微批评=1 3.179 — 0.223
轻微问责=2 7.002 — 0.009
中度问责=3 7.872 — 0.004
严厉问责=4 11.268 — 0.000

被问责者责任类型

直接责任=1   4.957*** 142.167 0.000
主要领导责任=2   1.813*** 6.129 0.000
重要领导责任=3   0a

被问责者职位等级

科级及以下=1   3.912*** 49.998 0.005
处级=2   3.041** 20.926 0.024
厅级=3   2.324 10.216 0.088
省部级②=4   0a

被问责者党政职务
非党政正职领导=0   0.161 1.175 0.594
党政正职领导=1   0a

972第3期         胡春艳等:环境污染事件中官员问责的结果差异研究



  ① 兰州“4·11”局部自来水苯超标事件中,兰州市卫生局局长金敏作为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对卫生监督所履职监管不到

位,给予行政警告处分;兰州市卫生局副局长谢伟原,作为市卫生监督部门的分管领导,没有督促分管部门履行好饮用水卫生

监督工作职责,在全市范围内通报批评,进行诫勉谈话。
② 安徽怀宁儿童血铅超标事件中,怀宁县人民政府县长刘飞跃负有领导责任,给予行政记过处分;怀宁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曹紫

权,分管环保工作不力,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

    续表2

变 量 名 称 变量赋值 系数 发生比 显著性

舆论压力 百度词条数量  -0.286 0.751 0.268

介入的政府层级

国家级=1   3.152*** 23.382 0.008
省级=2   1.418 4.128 0.271
市级=3  -2.378 0.092 0.129
县级=4   0a

中央问责力度
十八大之前=0   0.148 1.160 0.724
十八大之后=1   0a

集体行动
无集体行动=0   1.321 3.747 0.070
集体行动=1   0a

环境污染事件严重程度

特大污染=1   1.401** 4.059 0.022
重大污染=2   2.333*** 10.308 0.000
较大及一般污染=3   0a

     注:0a代表参照组

  (1)被问责官员的责任类型对官员问责结果

的影响高度显著。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主
要领导责任和直接责任承担者遭到强问责的可能

性分别是重要领导责任承担者的6.129倍和

142.167倍。由此可见,直接责任承担者受到强

问责的可能性最大,主要领导责任承担者其次,重
要领导责任承担者最小。

(2)被问责官员的职位等级对其问责结果存

在显著影响。处级、科级及以下官员受到强问责

的可能性大约是省部级官员的20.9倍和50倍,
但厅级官员与部级干部的差异比较并不显著。这

表明我国官员问责呈现出以处级官员为分水岭的

结构。在紫金矿业重大水污染事件中问责的是县

级及县级以下的相关责任人员,如上杭县县长(此
前为龙岩市统计局局长)、副县长(仅任职几月,不
了解情况)等,他们对该事件的影响力很小,但一

些更高层职位的官员却未被问责。这意味着基层

官员更易受到强问责,也更易成为环境问责事件

“出气筒”和应对舆论压力的“维稳器”。
(3)被问责者的党政职务对官员问责结果的

影响并不显著。这表明官员问责结果与其在部门

内部是否任党政正职领导关联不大。以兰州“4·

11”局部自来水苯超标事件① 和安徽怀宁儿童血

铅超标事件② 为例,行政主管责任人的问责结果

比督促者更严厉,直接领导责任人的问责结果比

领导责任人更严厉。由此可见,官员责任类型才

是决定官员问责结果的关键因素,是否担任党政

一把手与问责结果关联不大。
(4)舆论压力与官员个人问责结果无关。这

可能是因为,舆论压力的作用是驱动政府调查并

追究责任,但具体问责结果是根据责任类型来问

责的。如广西龙江镉污染事件经网络曝光后,市
政府才高度重视介入调查,但政府并不会为了平

息舆论而加大问责力度,而是一种相对规范的

问责。
(5)介入的政府层级对官员个人问责结果的

影响高度显著。中央政府介入时官员的问责强度

是县级政府介入的23.38倍,省级政府、市级政府

的介入与县级政府介入的差异比较不显著。这表

明相对于地方政府的介入,中央政府介入时官员

受到严厉问责的可能性更大。
(6)中央问责力度的变化对问责结果的影响

并不显著。十八大之后我国政府进一步推动生态

文明建设的发展,对环境问责的力度也进一步加

强。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各地后问责了数万人,
其中问责一般性环境事件较多。而对较大、重大、
特大环境污染事件的问责力度与十八大之前基本

一致。也就是说,在十八大之后,我国环境问责力

度加强主要表现为问责普遍化这一特征,改变了

以往仅在危机状态下以问责作为应急管理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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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在较大、重大、特大环境污染事件中,环境问责

结果所造成的利益减损程度与之前差别不大。
(7)是否发生集体行动对问责结果的影响并

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公民发起集体行动虽能驱

动相关部门展开调查、解决环境问题,但具体的

问责结果是根据被问责官员在环境污染事件中所

承担的责任 类 型 来 问 责 的,与 集 体 行 动 关 联

不强。
(8)环境污染事件的严重程度对官员问责结

果有显著影响。特大、重大环境污染事件中官员

受到强问责结果的可能性分别是较大及一般级别

环境污染事件的4.059倍和10.308倍,这说明特

大、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官员受到强问责的可能性

更大。为何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出现强问责的可能

性大于特大环境污染事件? 原因在于,相对于重

大环境污染事件而言,特大环境污染事件中被问

责高层官员数量较多,但其所受问责处分轻微、处
罚力度小,从而影响了回归分析结果。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分析2007—2017年环境污染事件

203名被问责官员的特点,深入探究环境污染事

件中影响官员问责结果的因素,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在较大、重大、特大环境污染事件中官

员问责的结果是较为严厉的,大多会造成官员名

誉减损、职位等级降低、权力减损或职位损害甚至

使之受到法律制裁。这表明我国环境问责的强度

之大,或是由于“保卫绿水青山”的政治决心,为了

起震慑作用,抑或是为了平息舆论压力。另一方

面,对官员的开除最为谨慎,这是因为我国对干部

管理遵循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再加

之领导干部的培养成本高昂,因此对官员实施行

政处分和党纪处分时会比较谨慎。
第二,与十八大之前相比,十八大后环保问责

力度的加强并不是表现在问责结果的严厉程度

上,而是在问责范围上,中央环保督察组的进驻让

问责更加普遍化。这说明我国环境问责不仅仅是

政治上的回应,而是向常态化督查、常态化问责制

度转型,这也是我国中央政府推动地方政府将环

保责任落实到位的有力举措。
第三,从公开报道的问责结果来看,被问责者

的责任类型是决定官员个人所受处分的决定性因

素。这说明我国环境污染事件中对官员问责总体

上比较规范,基本根据官员的责任类型来施加问

责。但在我国《环境保护法》中仍然存在一些原则

性和模糊性规定,比如第六十八条规定“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记过、记
大过或者降级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给予撤职或

者开除处分,其主要负责人应当引咎辞职”,但并

未对直接负责人员和严重后果进行界定。这就导

致问责过程中问责主体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为暗箱操作提供了条件。

第四,相比高层官员,处级及以下官员受到严

厉问责的可能性更大。这可能是因为,高层官员

主要是制定政策,担负的是领导责任,基层官员多

为政策执行者,承担直接责任,因此基层官员更容

易受到严厉问责;相对基层官员,高层官员位于责

任链条的后端,多承担决策责任,此时责任关系更

多元,调查程序也会更复杂,这能在一定程度上减

少高层官员被问责的风险;高层官员一旦发现自

己陷入被问责的风险,可能会动用各种资源以缓

轻处分,甚至会模糊整个事件的因果关系为自己

开脱。
第五,中央政府环境问责的力度强于地方政

府。这体现了中央政府治理环境的决心,也表明

地方政府在实施环境问责中可能存在地方保护主

义。虽然我国越来越重视环境治理,将环境绩效

纳入了官员的政绩考核范围,但大多数地方政府

仍然更看重官员对经济发展的贡献,面对官员在

环境治理中的失职失责行为,地方政府会选择消

极对待的方式冷处理,问责涉事官员的主要目的

是为了向中央政府”交差”或应对舆论压力。这对

我国的环境问责制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一方

面,地方政府在实施问责中自由裁量权过大,问

责规范欠缺,有损法律公平公正;另一方面,我

国中央政府在环境问责方面的指导能力仍有待

加强。
第六,正式问责机制要强于非正式问责机制。

公众虽能通过网络、集体行动发起问责,但对政府

及其公务员的问责最终需要由相应的权力机关决

定是否 启 动、执 行 以 及 以 何 种 标 准 追 究 责 任

等[15]。决定我国官员问责结果的是行政机关、司
法机关,但我国社会问责可作为一股强有力的驱

动力量,使权力机关展开调查,回应公众,并对相

关责任人问责。
由此可见,我国环境污染事件中对官员的问

责基本上是根据官员的责任类型来施加相应的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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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问责结果倾向严厉,且正在向常态化转型,总
体来看遵循制度的规范。但依然存在一些不足的

地方,比如环境问责的法律法规对责任类型界定

依然不明晰、不同层级官员的问责力度不对等、地
方政府的环境问责力度不够等问题。因此,本文

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第一,加强官员问责制度建设,保证“过责一

致”。进一步细化和明晰直接责任人、主要领导责

任人、重要领导责任人的权力和责任,构建责任倒

查机制使环境保护机制得到有效运行;加强对环

境决策者、环境执行者、环境监管者的监管,做到

“权责一致、责任留痕”,使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

追究制度落实到位;在环境决策、环境执行、环境

监管中加强信息公开,最大程度地减少信息不对

称,防止高层官员降低、逃避或转移责任。
第二,加强中央政府问责治理能力,使环境问

责得到有力执行。减小地方政府环境问责时的自

由裁量权,中央政府应强化对地方政府问责的指

导和监督,细化环境问责的文本政策,才能保证法

律的公平公正,就像Kostka& Nahm所说的“把
中央带回来”[16],在环境治理上中央政府应选择

性地集权;加强中央政府在环境问责方面的指导

能力,最关键的是推动产业优化升级,促进经济走

可持续健康发展之路,让环境目标与经济目标重

叠,这样才能提高地方政府环境问责的积极性。
第三,促进社会问责的发展,并使社会问责制

度化、法治化,推进我国环境问责常态化,让社会

各方力量参与到环境治理中来,以此倒逼政府不

断迈向善治。环境问题层出不穷的主要原因是政

府内部问责不力和社会问责缺失,化解的方法之

一是打破政府对行政人员监管的垄断,增强公民

的知情权、话语权、参与权,在话语性回应基础上,
多些行动性回应和制度性回应,才能防止环境污

染事件的发生。专业化和独立性的问责固然重

要,但这主要表现为阶段性、爆发式的运动式问

责,只有让公民真正参与到环境治理日常运作中,

使之制度化、法治化,才能保证问责的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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